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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案報告 
 
一、前言： 
 作為生活於自然世界中的「存有者」，我們對於「自我」的認識，除了從「身

體」的各種感官知覺來確定「真實」之外，我們亦可從「時間」的體會之中，發

現「自我」存在的事實。而事實上，古代的中國人面對時間流逝的感覺，有著相

當敏感而細膩的理解模式。不過，古人在面對「時間」的意識時，其實是透過對

於「事件」變化的掌握，從而獲得感知。本計畫的執行，便是建立於此一認知的

立場之上，深入思考出土文獻中的文本，其中所具有的「時間感」應當從何解?
其中又代表了什麼樣的意義? 
 
二、研究目的： 

 本計畫定名為「失落與重建：從新出土文獻論先秦儒家思想研究的相關課

題」，此為第一年之計畫，本年度的研究焦點在於「歷史意識」之部分。誠如「前

言」所述，本計畫對於古人如何面對「自我」存在的課題？認為相當值得探討，

尤其是古典儒家的主張。因為，處於「樞軸時期」的「哲學突破」，儒者運用了

什麼樣的思維？才能使人們由混沌走向啟蒙，實值得關切！所以，本計畫研究之

目的，即在於透過許多不同的面向，釐清儒者如何建構其「自我同一性」

（self-identify）。 

 

三、文獻探討： 

歷史意識是人們認識自身存在的一種方式，從範疇的角度以論，歷史所涉的

方向即指「時間」。胡昌智先生便說：「歷史意識就是人們對時間(變遷)的經驗與

人們對時間(變遷)的期望。」(胡昌智：《歷史知識與社會變遷》(台北：聯經出版

事業公司，1988 年)，頁 22。)因此，只要人們對於「過去」的時間，有所感受，

則必然會存有各種可能的判斷。而形構此一判斷依據的根由，當可稱之為「歷史

意識」。就此觀之，先秦思想家們的「歷史意識」便成為一項可值注意的研究課

題。黃俊傑先生在古代儒學思想的研究中，便曾發現：「在儒家經典中所見的對

黃金古代或典範人格的敘述，都是以朝向建立普遍的道德理則或抽象命題為其目

的。因此，儒家歷史學實質上是一種道德學或政治學。在這種特質之下，儒家歷

史敘述是一種證立普遍理則的手段。但是，問題是：儒家經典中的普遍理則(「道」)
及其具體化(聖人及其在歷史上的遭遇)，卻又有巨大落差，而使兩者間恆存有緊

張性。」(請參：黃俊傑：＜儒家論述中的歷史敘述與普遍理則＞，收入：氏編：

《中國經典詮釋傳統(一)通論篇》(台北：喜馬拉雅研究發展基金會，2002 年)，
頁 429～430。)這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觀察視角。誠如黃先生所指出的儒家歷史

學之特質有政治、道德之傾向，是以，「歷史」的被發現並不在於「客觀事實」

的重新出現。相反地，「歷史」的召喚，時人的價值取向才是「意義」之所繫。

準此，則古人所意識到的「歷史」向度，恐怕會是在有所為的目的摧導下，呈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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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許多不同的樣貌。然而，有趣的是，儒家的這種想法(以古諷今)雖有著「反事

實思考」(counter-factual mode of thinking)的理想性格，並藉以批判時政。(黃俊

傑：＜儒家論述中的歷史敘述與普遍理則＞，頁 403～431。)但先秦思想家們，

仍有對於歷史「客觀性」相當重視的學派。王曉波先生與王邦雄先生對於法家思

想的研究，便有一定的代表性。他們從「變古的歷史觀」中，讀出歷史的「客觀

性」也是時人的一種立場。(當然，兩人仍有觀點上的差異。詳細討論，請參：

王曉波：＜商君與《商君書》的思想分析＞，收入：氏著：《先秦法家思想史論》

(台北：聯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1 年)，頁 158～164；王邦雄：《韓非子的哲學》

(台北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87 年)，頁 49。) 
的確，先秦儒法思想對於「歷史意識」有著相當程度的差異。不過，是否儒

家內部的「歷史意識」僅止於一種觀點？我想從新出土文獻的內容來看，或許會

有不同的觀察。上博簡中＜容成氏＞、郭店楚簡中＜唐虞之道＞的內容，涉及了

古代聖王歷史的理解。這批資料討論的內容主要以「禪讓」與「授賢」為主。其

實討論「禪讓」之文章甚多，（ 如蔡明田：〈論孟子對禪讓說的態度〉（《孔孟學

報》第 40 期（1980.9），頁 157~170；王漢昌：〈禪讓制研究──兼論原始政治的

一些問題〉，《北京大學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1987 年第 6 期，頁 119~124；彭

邦本：〈儒墨舉賢禪讓觀平議──讀《郭店楚墓竹簡》〉，《四川大學學報（哲學社

會科學版）》2000 年第 5 期，頁 119~128；李存山：〈反思經史關係：從“啟攻益＂

說起〉，《中國社會科學》2003年第 3 期，頁 75~85；李承律：〈郭店楚簡『唐虞之

道』の養生思想--禅譲説との関連において〉，《（東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）中

国哲学研究》第 18 期（2003），頁 1~26）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學者認為從文本中記

載「五讓」之後，「禪讓」政權才能成為事實來看，主張本篇作者，懷抱「儒家

道德主義的政治情懷」(丁四新：＜楚簡《容成氏》「禪讓」觀念論析＞，宣讀於：

「出土簡帛文獻與古代學術國際研討會」(台北：國立政治大學中文系，2005 年

12 月)。)但是，＜容成氏＞對於「禪讓」的理解以及其後所可能有的「歷史意識」

是否與孟荀等儒者一致(孟荀對於「禪讓」的理解亦有差異，此可從《荀子．正

論》中得知)？不無疑問。王健文教授對於「禪讓」與「放伐」問題的分析，便

相當深刻而值得重視。王教授從「古聖王的傳說」出發，對於「禪讓」與「放伐」

等說法，歸結於「理」「事」「經」「權」的觀念。實有助於「歷史意識」的課題

討論。（請參：王健文：《戰國諸子的古聖王傳說及其思想史意義》（台北：國立

台灣大學文史叢刊，1987 年），頁 140-149）而淺野裕一教授便進一步指出＜容成

氏＞對於「湯」的看法恐與儒家立場不同。(請參：淺野裕一：《戰國楚簡研究》

(台北：萬卷樓，2004 年 12 月)，頁 108)。當然，就今日的相關討論而言，如何

從文獻內容中整理出儒家之「歷史意識」，並不是一件容易的事。不過，「歷史意

識」就是一種對於「時間」的感受。我們只要從出土文獻與歷史文獻對於「過去

事物」的觀察、記錄、討論與評價的方式，此外，湯淺邦弘也從＜昭王與龔之 ＞

中楚先王的相關傳說，董理出古史的一些風貌，可以稍稍補充一些當時代之人的

「歷史」知識。（請參：湯淺邦弘：《戰國楚簡與秦簡之思想史研究》(台北：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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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樓，2006 年 6 月)，頁 169-186）。（上述之分析已見於計畫） 

 

 

四、研究方法： 

 由於本計畫的研究材料，是為「出土文獻」，故如何取得「正確」理解，即

為重要之事。但又由於本計畫所處理之課題為「思想」之研究，故屬於「理論」

之分析。而「正確」理解與「理論」分析，雖有關，但屬二事。因此，本計畫在

進行研究時，必須時時注意「文」、「意」之間與「理論」的差異。故「詮釋學」

中，關乎「理解」、「註釋」、「應用」的分野，即成為本計畫應注意的方法。 

 

五、結果與討論： 

 本計畫主要檢討「歷史意識」部分，就成果部份來說，本計畫認為： 

從＜窮達以時＞與《孟子》的文本相對，可以看出先秦儒者面對「歷史」的態度，

既不是視之為隨機的偶發時間事件，無視其於未來所可能有的複製意義；也不是

持「歷史命定論」的立場，忽略了人的自主力量。相反地，先秦儒者卻在神秘信

仰迷霧仍盛的古典時期，走出迷霧，進入「哲學突破」的人文世界。因此，歷史

事件的重要便不在於是記錄過去的真實過程，更重要的是對於「現在」所起的批

判性作用，以及對於「未來」所引導的啟示性方向！而居於其間，起著「動能」

的作用者，即是我們－「人」。 
 

 

六、相關參考文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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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計畫結果自評： 

 本計畫之論文成果，已於長崎大學所舉辦之會議發表。由於所討論的課題為

「歷史意識」部分，因此對於「人」如何在時間之流中，建構其自我同一性頗為

重視。本計畫認為儒家的「歷史意識」是一種「批判性」的觀點，並非是線性的

自然觀點。是以，能指導人們面對「時間」之流，展現「人」的尊嚴。此一結論，

當有助於儒家「人觀」之顯現。 

 

八、附錄 

 

儒學思想中的歷史觀：以出土文獻為討論起點 

 

林啟屏 

國立政治大學中文系 

Email：cplin@nccu.edu.tw 

 

 

一、前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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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上，「人」的課題是先秦儒家立教於古典社會的最核心部分。因此，理

解「人」是什麼？當是先秦儒者建構其思想的重點。以是，「歷史」或「時間」

的歷程性感受，即是「人」建構其自我同一性（self identity）的一個面向。因為，

「人」之能意識到自我的存在感，並非只有透過外在具體事物的刺激感受而已。

「人」亦對於時間的過去、流逝等狀況，有著細密而深刻的體會。是以，西方哲

人便以「時間」為「範疇」（category），而且他們相信經由各類範疇的途徑，人

們得以認識到自我存在的事實。因此，以下的討論，將針對當代學者所關注的儒

學「歷史意識」入手，分析「歷史」與「真實」之關係，說明儒學的歷史觀實為

一道德觀，而非物理線性時間；其次，本文亦將從古代儒學文獻著眼，分析儒者

的「時間感」與「聖王」形象之建構，希望可以釐清先秦出土儒學文獻與傳世儒

學文獻中的差異，進而提供先秦儒者如何通過「歷史意識」的掌握，形構其「自

我同一性」。 

 

二、歷史與真實 

 

 誠如胡昌智先生指出「歷史意識」係指「時間」（變遷）對人們所產生的諸

般經驗之判斷與期待。他說：1

 

      歷史意識就是人們對於時間（變遷）的經驗與人們對於時間（變遷）的期

望，二者間動態關係的掌握及表達。前面說過歷史意識是心靈意識的活

動；現在再進一步說，歷史意識是人類在生活過程中，將經驗到的時間注

入企望中的時間，以及反過來，將企望中的時間注入經驗到的時間中的心

靈活動。 

 

是以，「人」處於時間的變化之流中，自不能免於如斯之慨嘆、贊美與追憶。甚

而，在歷史的認識中灌注認識主體的主觀意願。由是，人們面對「歷史」便產生

了一種有趣的弔詭認識。此即，面對歷史的過去，「記憶」所反映的究竟是客觀

的「真實」事實記錄﹔抑或是行動者（包括記錄者與釋讀者）「意欲」下的選擇

性「真實」之建構。此兩者所形成的「歷史意識」是不相同的。前者代表一種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胡昌智：《歷史知識與社會變遷》（臺北：聯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8 年），頁 2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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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性的事實，可以被「人」所掌握，進而記錄下來。形成一套對於「過去」歷史

知識的「認識」﹔而後者，則顯示出「歷史」的被認識及記錄，是一種帶有「目

的性」的作為。只有在勘破歷史表象的迷霧，其意義與價值才能被釋放出來。黃

俊傑先生便認為：2

  

在儒家經典中所見的對黃金古代或典範人格的敘述，都是以朝向建立普遍

的道德理則或抽象命題為其目的。因此，儒家歷史學實質上是一種道德學

或政治學。在這種特質之下，儒家歷史敘述是一種証立普遍理則的手段。

但是，問題是：儒家經典中的普遍理則（「道」）乃其具體化（聖人及其在

歷史上的遭遇），卻又有巨大落差，而使兩者間恆存有緊張性。 

 

黃先生在這段文字中，充分顯示出古代儒家的「歷史意識」，並不是一種「為歷

史而歷史」的作為。因此，「客觀事實」並不是儒者論述歷史時的重點。相反地，

「歷史」，對於儒者之所以產生「意義」，不當是「斷爛朝報」的逐條逐筆之記錄，

而是隱藏在史筆間的「寓義」。這些隱藏的意義，揭示了儒者在封建時期的理想

主義之色彩。所以，「記錄」歷史事實，其實是隱含著「價值判斷」，釋讀者面對

歷史詮釋亦然。此時，「即事實即價值」。儒者便以此種隱微的「溫柔之教」，行

批判時政的事實。以是，黃先生便認為先秦儒者的歷史意識，重在批判而非建構

客觀事實。故稱此為「反事實思考」（counter-factual mode of thinking）。3事實上，

如此的觀察視角，亦見於杜正勝先生的相關討論。杜先生說：4

 

《詩》《書》百家語，可畏的是《詩》《書》的內容和戰國人對《詩》《書》

的詮釋。詮釋者將《詩》《書》神聖化，奉為思想的圭臬，當作批判政治

和社會的利器。所以過時的古典便可能產生摧毀性的力量。 

 

杜先生從「秦火焚書」的歷史，讀出儒者「以古非今」的作法，即是一種「批評

精神」的展現。正與黃先生的論點有其相合之處。因為，儒者所用以批評的內容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請參：黃俊傑：＜儒家論述中的歷史敘述與普遍理則＞，收入：氏編：《中國經典詮釋傳統（一）

通論篇》（臺北：喜馬拉雅研究發展基金會，2002 年），頁 429-430。 

3 黃俊傑：＜儒家論述中的歷史敘述與普遍理則＞，頁 403-431。 

4 杜正勝：＜秦史與焚書＞，刊於：《歷史月刊》第八期（1988 年），頁 8 下半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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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抵是以古代的歷史對象為據。於是古代的歷史不再只是已逝去的時間，《詩》

《書》會在未來產生批判性的作用，《詩》《書》的歷史性即是其再次發生現實作

用的源頭活水。雖然，此處所指出的經典文本是以《詩》《書》為據。然而，六

經對於儒者而言，即經即史。在經史之間，儒者可以找「應時變之道」﹔也可以

與之上體聖人的普遍之理。是以，此種對於經典的使用方式，也即是一種「歷史

意識」的反映。 

 另外，勞思光先生則從「人類意志及自覺力量在歷史中有何作用」的角度，

5思考了孟子的史觀問題。其舉＜公孫丑下＞的「五百年必有王者興」之「必」

字為例，深入剖析孟子的史觀，看似暗示一種歷史循環的「命定論」假定。但其

中卻蘊涵一種具有創造性的力量於其中。因為，孟子深信歷史的必然之「勢」，

當為一客觀意義的存在。可是，當人能有「豪傑之士」的特質時，則「雖無文王，

猶興。」（＜盡心上＞）勞先生的觀點，便指出此與其「心性論」立場有關。其

云：6

 

孟子雖認為主體性能創造歷史，但並非以為主體性必須在此一層面上方完

成其價值。蓋孟子所持之「心性論」立場，終以內在意義之德性為價值所

在，一切外在意義之創造顯現，皆只視為此德性之展開。此種展開，有固

甚佳，無亦不礙德性本身之價值。 

 

勞先生清楚地點出「德性」意義的思考，才是孟子史觀建立的基盤。事實上，此

一「德性史觀」的思路，在牟宗三先生的論著中，亦相當鮮明。在其《歷史哲學》

一書中，牟先生指出：7

 

      用心於生命之調護與安頓，故首先所湧現之「原理」為一「仁智之全」，

為一普遍的道德實在，普遍的精神實體。至周，禮樂明備，孔子承之，講

說道理，皆自此發。而上朔往古，由隱變顯，一若為歷聖相承之「心法」。

此可見支配華族歷史之中心觀念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勞思光：《新編中國哲學史》（臺北：三民書局，2005 年），＜第三章：孔孟與儒學（下）＞，

頁 180。 

6 勞思光：《新編中國哲學史》，＜第三章：孔孟與儒學（下）＞，頁 182。 

7 牟宗三：《歷史哲學》（臺北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4 年），頁 1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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牟先生所論「華族歷史之中心觀念」即由「普遍的道德實在」、「普遍的道德實體」 

所構成。其觀點與勞先生所論，雖有不同。但是，以「道德」之視野以解「歷史」 

則同。當然，牟先生之觀點更強調「歷史」發展背後，似乎有一精神實體為其力 

量。自有其特殊之洞見。然而，思索其說之取徑，當與先秦儒學之定向有關。這 

點只要從《歷史哲學》一書的相關論述中尋，當可知曉。8

因此，綜上所述，當代學者都已然注意到先秦儒者面對「歷史」之流轉，並

不是如同今日之歷史學者，將「歷史」視為一種客觀性事實。先秦儒者更強調的

是，「人」的「價值意識」才能使「歷史意識」取得「真實性」的位階。離開「價

值」，「歷史」是否為真？已不是儒者關心之重點了。 

 

三、時間感與聖王賢者 

 

 如同上一節所述，儒家的「歷史意識」受到其「道德哲學」的影響。因此，

「價值意識」滲透於其「時間感」之中，進而使其面對歷史之流轉變化時，「事

件」的客觀分析，常常隱藏於「倫理學」式的判斷之後。是以，儒家的「時間感」

其實也是一種「道德感」。事實上，這種以道德為軸心的思維模式，的確從先秦

以來便主導了歷代的儒者心靈。我們可以在傳世的文獻中可以得知，出土文獻亦

然。其中，新出土文獻中，最能關乎先秦儒者「歷史意識」之課題者，主要可從

郭店楚簡中的＜唐虞之道＞、＜窮達以時＞以觀﹔9上博簡則可由＜容成氏＞的

記錄來看。10其中，＜唐虞之道＞與＜容成氏＞涉及先秦儒者的「古代觀」，可

以反映與傳世文獻的理解差異。而＜窮達以時＞，看似僅論「人」之出處之道。

但由其歷數歷史人物以為借鑑之方式，則又可看出「價值意識」之自覺性力量，

可以成為儒者自我安身立命之方式。而二者，一從「聖王」之行事入，一從「聖

賢」之自處言。但卻同樣表現出一種「理想主義」之色彩。因此，具有高度的討

論價值。是故，本節的討論將分成「時間感」與「聖王」兩個部分，進行分析。

前者，著眼於「價值意識」與「歷史」的聯繫關係；後者，則透過儒者理想中的

「聖王」形象之分析，解讀「三代」歷史觀中的「理想性」與「現實性」之差異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牟宗三：《歷史哲學》，頁 12；74-81。 

9 請參：荊門市博物館：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（北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8 年）。 
10 請參：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二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 年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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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時間」的消逝是一種自然的現象，也是一種具有意義的「人文現象」。然

而，一般人所意識到的「時間」僅是客觀的變化而已。若要對「人」產生意義，

也常常是在特殊脈絡下，才具有個別的意義。但是，儒者所體會到時間變化，卻

經常是在特殊性中彰顯「普遍性」的內涵。孔子在《論語‧子罕》即指出：
11

 

子在川上，曰：「逝者如斯夫！不舍晝夜。」 

 

    孔子在此段文字中，看似僅以一種慨嘆於時光的流逝感受為心境之抒發，實

則有其更深的生命體會。因為，站在川上的孔子並不是一位傷春惜逝的無聊文

人。相反地，如果從孔子的一生來看，「修己」與「安人」才是其畢生的志願。

是以，孔子的這段話便應有不同得理解方式，方可貼近其心。宋儒朱熹對於本段

文字的解釋，提供了一條很好的方向，更能清理孔子言語背後所隱含的意旨。在

《朱子語類‧論語十八》載記一段對話，其云：12

 

  因說此章，問曰：「今不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兩箇物事，是一箇物事？

公且思量。」良久，乃曰：「今諸公讀書，只是去理會得文義，更不去理

會得意。聖人言語，只是發明這箇道理。這箇道理，吾身也在裏面，萬物

亦在裏面，天地亦在裏面。通同只是一箇物事，無障蔽，無遮礙。吾之心，

即天地之心。聖人即川之流，便見得也是此理，無往而非極致。但天命至

正，人心便邪；天命至公，人心便私；天命至大，人心便小，所以與天地

不相似。而今講學，便要去得與天地不相似處，要與天地相似。」又曰：

「虛空中都是這箇道理，聖人便隨事物上做出來。」又曰：「如今識得箇

大原了，便見得事事物物都從本根上發出來。如一箇大樹，有箇根株，便

有許多芽蘗枝葉，牽一箇則千百箇皆動。」 

 

朱子在此表明孔子的「川上之嘆」不能只從表面文義來理解，而應由「心」之「理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朱熹：《四書章句集注》(北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 年)，〈論語集注卷五子罕第九〉，頁 113。 

12
 黎靖德編、王星賢點校：《朱子語類‧第三冊》（臺北：華世出版社，1987 年），＜論語十八 子

罕篇上＞，頁 97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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來詮釋，較可直探孔子之深義！其實，朱子的解釋確實拓深了「川上之嘆」的儒

者胸懷。尤其是「吾 之 心， 即 天 地 之 心。 聖 人 即 川 之 流 ，便 見 得 也 是 此

理 ， 無 往 而 非 極 致 。 」之語，更是說明朱子認為孔子的「時間感」不能只從

文義去解，必須注意到其中的「道德」深義。因此，朱子乃引伊川之說，點出「川

上之嘆」的重點是「道體」。《朱子語類‧論語十八》又云：
13

 

      或問「子在川上」。曰：「此是形容道體。伊川所謂『與道為體』，此一句

最妙。某嘗為人作觀瀾詞，其中有二句云：『觀川流之不息兮，悟有本之

無窮。』」又問：「明道曰：『其要只在慎獨。』如何？」曰：「能慎獨，則

無間斷，而其理不窮。若不慎獨，便有欲來參入裏面，便間斷了也，如何

卻會如川流底意！」又問：「明道云『自漢以來，諸儒皆不識此』，如何？」

曰：「是他不識，如何卻要道他識。此事除了孔孟，猶是佛老見得些形象。

譬如畫人一般，佛老畫得些模樣。後來儒者於此全無相著，如何教他兩箇

不做大！」 

 

在這裡，「不舍晝夜」的流逝，不應只從客觀的或自然的「時間」消失來理解。 

因為對於儒者而言，所有自然物事的遷變並非與「人」無關。所以「川流」的意 

義之釋讀，乃代表著體悟「道之本」無窮的彰顯。於是，「時間」不再是物理性 

的現象，而為體道經驗的對象，進而有了「人文」的意義。人們通過面對「時間」 

的變化，掌握「道體」的本質。因此，我們可以說儒者的「時間感」，實表現為 

一種「價值意識」的實踐方向。關於這一點，新出土文獻亦有值得提出討論的部 

分。 

    1993 年出土的郭店楚簡＜窮達以時＞對於「時」的看法，便同樣表現出以 

「價值意識」為思考方向的特色。在這 15 枚竹簡之中，除一開始所論的「天人

之分」外，＜窮達以時＞先歷數過去的聖王賢者遭厄而「遇」伯樂之例，其後再

發揮「遇」、「時」、「德」等觀點。＜窮達以時＞云：14

 

堣（遇）不堣（遇），天也。童（動）非為達也，古（故） （窮）而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黎靖德編、王星賢點校：《朱子語類‧第三冊》，＜論語十八 子罕篇上＞，頁 974。 

14 請參：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（北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8 年），頁 14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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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11 號簡］□□□為名也，古（故）莫之智而不  □□□□□□□［12

號簡］□□□  而不芳。無茖蓳愈  山石不為□□□□［13 號簡］善伓 

（己）也。 （窮）達以 （時）， （德）行  （一）也。 （譽）  (毀)

才（在）仿（旁），聖（聽？）之弋母之白［14 號簡］不  （釐）。 （窮）

達以 （時）， （幽）明不再。古（故）君子  於 （反） （己）。［15

號簡］ 

 

在以上所看到的文獻可以發現，＜窮達以時＞對於「遇不遇」的問題歸之於「天」 

的影響。也就是說，人生能否遇到識者並非人力所能左右。15不過，值得注意的

是，既然人力不能左右成敗，那麼文中卻又為何指出要「窮達」，則應待「時」

呢？這是個有趣的問題。其實，要處理這個問題必須從＜窮達以時＞對於聖王賢

者的討論說起。 
＜窮達以時＞曾論及古代聖王賢者的遭遇，在文中我們亦不難發現「舜」之

遇「堯」，或「邵 」之遇於「武丁」，才是他們能在現實世界完成事功的主要關

鍵。但當他們處在不遇的階段時，他們並非無所事事。聖王賢者會於此時勉力修

持，以保「德行」之不虧。因此，「成敗」的考量不是儒者在此的關心所在。是

故，我才撰文認為「自由意志」的顯豁，方為＜窮達以時＞想要表達之重點。
16
所

以「德行」的重要性，才顯現出來。不過，＜窮達以時＞雖云「德行」有著相當

重要的地位，可是若不能逢「時」，則其於結果來看，亦屬罔然。於此，我們看

到「人」看似受限於「時」的「勢」，而無法伸展自己的道德意志。「時勢」反而

主導了此時論述的核心。但是，在這裡我們必須注意「窮達以時」的「時」，不

能僅視為一種線性時間的等待，「時間」在此對於一般人與聖王賢者有著不同的

意義。一般人面對此種情境時，「時間」只是其求成功的過程而已。可是，聖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 我曾有一篇文章討論＜窮達以時＞的「成敗」與「德行」之關係，我認為＜窮達以時＞的作

者所肯定的是，人們實踐「德行」時的「自由意志」，而非受偶然因素影響的「成敗」。不過，這

樣的觀點並不妨礙儒者也有追求「幸福」的意願。詳細論述，請參：拙著：《從古典到正典：中

國古代儒學意識之形成》（臺北：臺大出版中心，2007 年），＜第七章 限制與自由：從＜窮達以

時＞論起＞，頁 278-283；287-292。 

16 請參：拙著：《從古典到正典：中國古代儒學意識之形成》，＜第七章 限制與自由：從＜窮達

以時＞論起＞，頁 278-28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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賢者卻視此時的「時間」是一種「道德」的時間。如果聖王賢者不能把握這個關

鍵時刻，以「德行」為目標，則即使最後的結果是以「成功」作收，儒者也不認

為這是應該接受的結果。這呼應了孔孟以「道」而得天下的主張。《孟子‧公孫

丑上》即云：
17

 

曰：「然則有同與？」曰：「有。得百里之地而君之，皆能朝諸侯有天下。

行一不義，殺一不辜而得天下，皆不為也。是則同。」 

因此，我們從以上的論述，可以發現到＜窮達以時＞作者處理「時間」的態度，

符合了儒者以「價值意識」為思考點的立場。更進一步說，＜窮達以時＞在「道

德時間」的觀點下，則其於「歷史」的看法也就愈發清楚了！因為，「歷史」之

所以值得借鏡，除了可以提供人們經驗上的學習之外，對儒者而言，「歷史」所

應起的作用，更在於「道德」的涵養。是以，「歷史」上的人物、事件等的發生，

就不會只有「偶發」的隨機意義，儒者可以從其中讀出更為豐富的「道德」內涵。 

另外，「窮達以時，德行一也」，雖表達了「人」應學古聖賢之重德行，但在

德行的修持之中，並不排除日後仍有成功之日。＜窮達以時＞的看法，與孟子＜

盡心上＞的論點，也有異調重合之妙。《孟子‧盡心上》云：18

 

  孟子曰：「待文王而後興者，凡民也。若夫豪傑之士，雖無文王猶興」。 

 

勞思光認孟子在這裡所肯定的是「人」的自覺力量，所以雖承認歷史有「必然」

或「勢」，看似主張一種「歷史命定論」。可是當豪傑之士表現了「自覺意志之主

宰力」時，「歷史命定論」也就失去解釋的效力了！所以，勞思光說「此亦見其

心性論之原則固直貫其史觀也」。19從此處來看，孟子強調歷史的客觀走向，自

有其應行之路。但若有德之士能行於世而不變其節，則亦有改變歷史的可能。這

樣的觀點，主要強調了「人」的價值意識之顯豁，可以為人類歷史帶來創造性的

力量。而正與＜窮達以時＞歷數古聖賢之理想人格以相期許類近。所以，從＜窮

達以時＞與《孟子》的文本相對，可以看出先秦儒者面對「歷史」的態度，既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 朱熹：《四書章句集注》，〈孟子集注卷三公孫丑章句上〉，頁 234。 

18 朱熹：《四書章句集注》，〈孟子集注卷十三盡心章句上〉，頁 352。 

19 勞思光：《新編中國哲學史》，＜第三章：孔孟與儒學（下）＞，頁 18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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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視之為隨機的偶發時間事件，無視其於未來所可能有的複製意義；也不是持「歷

史命定論」的立場，忽略了人的自主力量。相反地，先秦儒者卻在神秘信仰迷霧

仍盛的古典時期，走出迷霧，進入「哲學突破」的人文世界。因此，歷史事件的

重要便不在於是記錄過去的真實過程，更重要的是對於「現在」所起的批判性作

用，以及對於「未來」所引導的啟示性方向！而居於其間，起著「動能」的作用

者，即是我們－「人」。 

其次，就＜容成氏＞及＜唐虞之道＞所突顯出的「歷史意識」而言，我們可

以從「聖王」的歷史理解為主軸來看。基本上，就這些出土文獻以論，「禪讓」

及「授賢」是值得注意的兩個方向。20其中，以「禪讓」而言之，先秦儒者對於

此一課題，表現出高度的興趣。孟子在＜萬章上＞從「天與之，人與之」的立場，

說明了古聖王之「禪讓」，實建立於一種「人民主體性」的觀點。21＜萬章上＞

清楚地說：22

 

萬章曰：「堯以天下與舜，有諸？」孟子曰：「否。天子不能以天下與人。」

「然則舜有天下也，孰與之？」曰：「天與之。」「天與之者，諄諄然命

之乎？」曰：「否。天不言，以行與事示之而已矣。」曰：「以行與事示

之者如之何？」曰：「天子能薦人於天，不能使天與之天下；諸侯能薦人

於天子，不能使天子與之諸侯；大夫能薦人於諸侯，不能使諸侯與之大

夫。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，暴之於民而民受之，故曰：天不言，以

行與事示之而已矣。」曰：「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，暴之於民而民受之，

如何？」曰：「使之主祭而百神享之，是天受之；使之主事而事治，百姓

安之，是民受之也。天與之，人與之，故曰：天子不能以天下與人。舜

相堯二十有八載，非人之所能為也，天也。堯崩，三年之喪畢，舜避堯

之子於南河之南。天下諸侯朝覲者，不之堯之子而之舜；訟獄者，不之

堯之子而之舜；謳歌者，不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，故曰天也。夫然後之

中國，踐天子位焉。而居堯之宮，逼堯之子，是篡也，非天與也。太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 相關於「禪讓」的討論，王健文認為可以釐清「歷史意識」之問題。請參：王健文：《戰國諸

子的古聖王傳說及其思想史意義》（台北：國立台灣大學文史叢刊，1987 年），頁 140-149。 

21 請參徐復觀：＜中國的治道－讀陸宣公傳集書後＞，收入：氏著：《中國思想史論集續編》（台

北：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，1985 年），頁 470。 

22 朱熹：《四書章句集注》，〈孟子集注卷九萬章章句上〉，頁 307-30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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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：『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』，此之謂也。」 

 

孟子於此雖舉出堯舜之「禪讓」有「天與之」的神秘因素，可是如果沒有人民的

首肯，舜能否接堯之位？恐仍有疑義。所以，在上引文中，孟子其實強調的重點

是「人與之」。也就是，孟子站在「人民主體性」的立場，建構其理想中的政權

轉移模式。但是，歷史事實真是如此的發展嗎？從戰國時期的學者來看，孟子認

為「天與之」的說法，或許是一種畫蛇添足的作法。例如，荀子雖然同樣尊崇古

代聖王，卻不贊成以「禪讓」的角度來說明古聖王的政權轉移之事。所以，他認

為流行說法中的「死而擅之」、「老衰而擅」都不是合理的釋讀方向，應當「是虛

言也，是淺者之傳，陋者之說也」。23荀子認為最核心的要義，在於「夫禮義之

分盡矣，擅讓惡用矣哉！」（＜正論＞）。24此說，看似與孟子不同。但思索其背

後的意義，當可發現孟子論述「禪讓」實為一種思想的批判武器。其重點當在於

對治現實上統治者的意志，進而以「人民主體性」，鬆解「君王主體性」的宰制

力。所以，帶有理想之色彩。而荀子雖然不同意孟子使用「禪讓」一詞，但其強

調「禮義之分盡矣」，同樣也是一種重視「道德」實踐的理想色彩。因此，孟荀

在表面上的差異，並不能影響他們在立場上的理想主義之傾向。 

 然而，＜容成氏＞作為一份古代的儒簡，其新出土的文獻身份，則提供了一

道新的看法。此看法雖未完全悖離「傳賢不傳子」的方式，可是對於禹、啟之間

的政權交替，卻提供一個有別於傳說的說法，值得注意。＜容成氏＞一開始即歷

數古代聖王之譜系。從「虞氏」、「赫胥氏」、「喬結氏」……等，＜容成氏＞指出

古代的政權轉移原則為「皆不授其子而授賢」。這些敘述符合一般儒者的理解與

期待。可是，到了第三十四簡之後，禹之後的政權轉移卻出現了「啟於是乎攻益

自取」的記錄。簡文云：25

 
（皐）咎（陶）之 （賢）也，而欲  為後。 （皐）秀（陶）乃五壤

（讓）  天下之 （賢）者，述（遂）爯（稱）疾不出而死。 （禹）於

是 （乎）壤（讓）益，啟於是 （乎）攻益自取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3 北大哲學系注釋：《荀子新注》（臺北：里仁書局，1983 年），〈正論〉，頁 353。 

24 北大哲學系注釋：《荀子新注》，〈正論〉，頁 352。 

25 請參：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二）》，＜三十四簡＞，頁 27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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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一個有趣的古史發展。我們可以說，＜容成氏＞的作者並沒有採取為賢者諱

的作法，所以沒有美化這段政治鬥爭的歷史。這明顯與前揭孟荀之作法不同，也

與《史記‧夏本紀》的說法不同。26吳根友先生曾試圖從學派的歸屬來解釋這種

現象（強調「尚賢」）的產生。27並認為其與孟子立場有別。另外，美籍學者艾

蘭（Sarah Allan）在討論＜唐虞之道＞時，也曾指出＜唐虞之道＞恐非儒家類文

獻。28兩位學者對於此問題（「禪讓」）的討論，其實提供了一個「儒家」歷史思

維轉向的特色。以下再詳加說明：基本上，＜容成氏＞與＜唐虞之道＞是否可歸

為儒家類文獻？從一般的看法來說，兩者以「傳賢」為核心，不悖於儒家之說。

因此，許多學者視之為儒家類文獻，自有其根據。如是，則像＜容成氏＞可以完

全不管「為賢者諱」的處理方式，直陳自己的「古史」認知，似乎就與儒者的許

多作法不同，是否宜為儒家文獻，就有許多可討論的空間。所以，如解之為非儒

家類文獻，並非完全不可接受。尤其是，這兩篇出土文獻與孟荀的觀點，同中更

存有差異。是故，究竟當如何看待這批文獻的屬性？實應再更深入思考。可是誠

如前述所言，＜容成氏＞與＜唐虞之道＞論述的最後歸宿，仍然是結穴於「尚賢」

的立場。是以，其與儒家思想的臍帶關係，便應予以重視。不過，值得注意的是，

這批出土文獻對於「古史」的描述與解釋，實與孟荀有不同之處。而就在這個地

方，我們可以看出先秦儒家歷史思維的轉向。因為，孟荀已不在關心「古史」之

真偽的客觀性問題。他們其實更強調，能否「德位兼備」？能否從「天」轉向「人」？

而此種歷史意識實已突出理想主義色彩，且從「人民主體性」立場出發了。這實

是一大變化！因此，通過新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比較，我們可以更清楚地看到

先秦儒者的歷史觀，的確是建立在「價值意識」的基礎上。在這樣的思維方式下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6 請參：《史記‧夏本紀》「十年，帝禹東巡狩，至于會稽而崩。以天下授益。三年之喪畢，

益讓帝禹之子啟，而辟居箕山之陽。禹子啟賢，天下屬意焉。及禹崩，雖授益，益之佐禹日淺，

天下未洽。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，曰：吾君帝禹之子也。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，是為夏后帝啟」。

此處所敘述益之培養方式與舜接帝位的模式相近，但舜、益的結果卻不相同。不過，《史記‧夏

本紀》的說法也與＜容成氏＞大相逕庭。因為，＜容成氏＞的啟是以軍事的力量強取政權。 

27 吳根友：＜“傳賢不傳子”的政治權力轉移程序－上博簡＜容成氏＞篇政治哲學的問題意識及

其學派歸屬問題初探＞，收入：郭齊勇主編：《儒家文化研究（第一輯）》（北京：生活‧讀書‧

新知三聯書店，2007 年），頁 155-166。 

28 艾蘭（Sarah Allan）著、張海晏譯：＜《唐虞之道》：戰國竹簡中任命以德的繼位學說＞，收

入：郭齊勇主編：《儒家文化研究（第一輯）》，頁 14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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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的「典範人物」與「關鍵事件」的發生，都轉成「道德經驗」的記錄與教訓！ 

  

四、小結 

 

    西方哲人曾點出人是被「拋擲」於此世的宇宙孤兒。我們面對四無依傍的人

間世，孤獨感從一出生便跟隨著我們。因此，如何認識存在？認識自我？甚至成

就自我！即成為我們畢生的功課。東西方的古代哲人挺立於古典世界，為人們提

供一種理性的生命態度，突顯了人的主體力量與價值。「歷史意識」的建立，或

「歷史感」的朗現，即是此種自覺力量的真實展現。先秦儒者面對此一人類精神

由迷信躍入理性的大時代，在「歷史意識」的表現上，實以一充滿悲願式的憂患

意識為基，對時間感受採取積極的立場，從而以「價值意識」之道德情感出發。

於是，歷史時間的發動並非無意識的行為反應，歷史時間的記錄也不是緬懷式的 

哀嘆辭！「歷史」成為人們進德修業的重要參考，為惡者在「春秋筆法」的針砭 

下，令人警惕；為善者則成為永世之典範，如堯舜皐陶等聖賢，指引後世理想者

的心靈。 

 

※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NSC96－2411─H─004─021 之成果。 

   本文之撰寫承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之協助，謹此致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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